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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2 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其中，价格体
系改革被认为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①。改革是一个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型的过程，自 1978年以来，严格管制的价格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大部分商品
和服务的价格逐步由市场决定。如图 1 所示，截止到 2005 年，商品零售、农产品收购和
生产资料出厂环节实行市场调节定价产品的产值比重均超过 90%。根据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 官网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2016 年以市场调节价
比重衡量的中国价格市场化程度分别为 94. 33%、94. 68%、95. 16%、96. 45%和 97. 01%。
图 1 中国市场调节定价比重动态变化




























1984年 12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
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改革是国家发改委重新修订了《中央定价目录》并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相
较之前 2001 年 8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新修订的《中央定价目录》定价范
围大幅缩减，定价种类由 13 种( 类) 减少到 7 种( 类) ，约减少 46% ; 具体定价项目由 100 项左右减少到 20 项，约
减少 80%。
机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指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
弊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深
化价格机制改革，2017 年 11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
的意见》指出，“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①，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能








其快速发展则是在十八大以后( 见图 2) 。
图 2 中国机票价格市场化改革历程
2002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的《民航体制改革方案》对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以下简称










性质，但公共航空运输环节不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 Bailey和 Panzar，1981) 。
映市场供求变化、企业自主有限浮动的客货运输价格形成机制”。基于此，国家发改




定票价浮动幅度”。为配合《价格改革方案》，2004 年 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和民航总局
发布了《关于国内航空运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公布了第 1 批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
航线目录。《价格改革方案》赋予了航空公司部分自主定价的权利，中国的机票价格从
此彻底告别了政府定价，机票价格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08 年 3 月民航总
局由国务院直属机构改制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同时更名为中国民用航空局。2010 年 6
月 1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国家发改委取消了头等舱和公务舱的机票价格规制②。
十八大以后中国民航业加快了机票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步伐。2013 年 10 月，中国
民用航空局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完善民航国内航空旅客运输价格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规定从 2013 年 10 月 20 日开始取消国内所有航线的机票价格下限规制，
同时发布了第 2 批新增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国内航线目录。至此，中国国内机票价格下
限彻底放开。随后，第 3－5 批新增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国内航线目录分别在 2014 年 12
月 15 日、2016 年 11 月 1 日以及 2017 年 12 月 17 日公布实施③。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规制者( regulators) 如何考量是否放松竞争性环节的价格规
制? 如何解释规制的成因和变迁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挑战( Posner，1974 ) 。
从规制者的动机出发，规制经济学(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形成了两个代表性理论:公
共利益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利益理论认为，规制者可能为弥补市场失灵( Pi-
gou，1920; Libecap和 Wiggins，1985; Pargal和 Wheeler，1996; Aghion 等，2010) 或推广社
会普遍服务( Faulhaber，1975; Laffont，2005) 等公共利益而进行规制。公共选择理论则
认为，规制者可能为追求个人利益而进行规制，规制来源既可能是规制者被利益集团俘
获( Stigler，1971; Peltzman，1976; Djankov等，2002) ，也可能是规制者试图通过规制创造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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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基准票价为平均每客公里 0. 75 元，票价上浮幅度最高不得超过基准价的 25%，下浮幅度最大不得
超过基准价的 45%。
2010 年 4 月 13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民航国内航线头等舱、公务舱票价有关问
题的通知》规定，“自 2010 年 6 月 1 日起，民航国内航线头等舱、公务舱票价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价格由各运输
航空公司自行确定。”
同时，在第 1 和 3 批之间以及第 3 和 4 批之间有少部分航线自动实行市场调节定价，但我们无法知道这
些航线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具体时间。




































否有高铁站对公司 IPO折价率( 黄张凯等，2016 ) 、经济增长( 张俊，2017 ) 、就业( Lin，














价格上限( p－ ) 规制。假定生产产品 Ｒ的行业面临来自生产产品 A的行业竞争，产品 A是
Ｒ的不完全替代品。同时，将消费者数量标准化为 1，且消费者只能在产品 Ｒ 和 A 之间
选择。假设消费者购买产品 Ｒ的概率为 B( p) ④，则此时消费者购买产品 A的概率为1 －
B( p) 。令 B( p) = α － βp，其中，p为产品 Ｒ的价格; α为消费者购买产品 Ｒ的最大概率; β
反映消费者对产品 Ｒ的需求价格弹性，β越大表明消费者对价格越敏感。进一步令 β =
δH + τ，即 β的大小取决于产品 A对产品 Ｒ的替代程度( H) 、β 对 H变动的灵敏度( δ) 以
及其他因素( τ) ，其中，τ为服从某一特定分布的随机变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用产品 A 对产品 Ｒ 的替代程度来反映生产产品 Ｒ 的行
业面临来自生产产品 A 的行业竞争程度。竞争本质上是对制定高价的限制，产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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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假设等同于市场上有 n个消费者，其中 nB( p) 个消费者购买产品 Ｒ。
对产品 Ｒ的替代程度越大，则消费者对产品 Ｒ的价格越敏感，从而对产品 Ｒ 价格上升
的抑制作用越大，即生产产品 Ｒ的行业面临来自生产产品 A的行业竞争越激烈①。以
民航业与地面交通运输工具为例，相较于没有直达高铁的航线( H = 0) ，有直达高铁的
航线( H = 1) 面临来自地面交通工具的竞争更激烈，有直达高铁的航线( H = 1) 旅客对
机票价格更敏感( β更大) ，这就抑制了机票价格的上涨。
假定产品 Ｒ的生产成本为 c，消费者购买产品 Ｒ获得的效用为 u。此时，社会总福
利为 u － c。假定消费者购买替代产品 A时，社会总福利为 w—。实行价格上限规制会产
生规制成本，如产品质量下降( Ｒovizzi和 Thompson，1992) 、产品供给减少( Viscusi 等，





( 一) 情形 1:当产品 Ｒ的利润最大化价格小于等于 p－ 时
如果产品 Ｒ的利润最大化价格( p* ) 小于等于 p－，则价格上限规制对企业行为没
有约束。在价格上限规制和市场调节定价下，产品 Ｒ的价格相同。消费者购买产品 Ｒ
时，产品 Ｒ的利润为( p － c) ，不购买产品 Ｒ时，利润为 0。消费者购买产品 Ｒ的概率为
B( p) ，因此产品 Ｒ的期望利润为( p － c) B( p) + 0［1 － B( p) ］。此时，无论是否有价格
上限规制，产品 Ｒ的利润最大化价格均为:
p* = arg maxp ( p － c) B( p) + 0［1 － B( p) ］ ( 1)
将 B( p) = a － βp代入( 1) 式，可得:
p* = ( α + βc) /2βp ( 2)
此时，在市场调节定价下，社会总福利为:
wm = ( u － c) B( p
* ) + w－［1 － B( p* ) ］ ( 3)
在价格上限规制下，社会总福利为:
wr = ( u － c) B( p
* ) + w－［1 － B( p* ) ］－ cr ( 4)
在情形 1 条件下，有 wm － wr = cr≥0，即市场调节定价对应更高的社会总福利。根






( 二) 情形 2:当产品 Ｒ的利润最大化价格大于 p－ 时
根据 ( 2 ) 式，产品 Ｒ 的价格为 p* = α + β( )c /2β。将 ( 2 ) 式代入 ( 3 ) 式，结合
B( p) = α － βp，可求得市场调节定价下社会总福利为:
wm = ( u － c) ( α － βc) /2 + w
－［1 － ( α － βc) /2］ ( 6)
在价格上限规制下，因为产品 Ｒ的利润最大化价格大于 p－，此时在价格上限附近，
提高产品 Ｒ的价格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因此，产品 Ｒ 将制定尽可能高的价格，该
价格等于 p－。此时，社会总福利为:
wr = ( u － c) B( p
－) + w－［1 － B( p－) ］－ cr ( 7)
将 B( p－ ) = α － βp－代入( 7) 式，可求得:
wr = ( u － c) ( α － βp
－) + w－［1 － ( α － βp－) ］－ cr ( 8)
当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社会总福利高于价格上限规制时的社会总福利，规制者将
倾向于取消价格上限规制、实行市场调节定价。令 wm ＞ wr，可以求得①:
β ＞ ［α － 2cr / ( u － c － w
－) ］/ ( 2p－ － c) ( 9)
又根据 p* ＞ p－，可求得 β ＜ α / ( 2p－ － c) ，故规制者选择取消价格上限的条件为:
α / ( 2p－ － c) ＞ β ＞ ［α － 2cr / ( u － c － w
－) ］/ ( 2p－ － c) ( 10)
( 三) 取消价格上限规制的条件
结合情形 1 的( 5) 式和情形 2 的( 10) 式，推导取消价格上限规制的条件可得，当
β ＞［α － 2cr / ( u － c － w
－) ］/ ( 2p－ － c) 时，规制者倾向于取消价格上限规制，实行市场调
节定价。将 β = δH + τ代入，则有:
τ ＞ ［α － 2cτ / ( u － c － w
－) ］/ ( 2p－ － c) － δH ( 11)
因此，规制者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概率为 Prob{ τ ＞［α －2cr / ( u － c － w







( 提高 β值) ，降低产品 Ｒ的垄断价格( 见( 2 ) 式) ，从而减少垄断带来的损失。因此，
来自其他行业的竞争可以降低规制者对垄断者制定高价损害消费者福利的担忧，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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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市场调节定价具体时间的航线，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处理:一是将在第 1 － 3 批






本文使用倍差法( 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DID) 分析航线是否有直达高铁对航线
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影响，具体回归方程见( 12) 式。同时，将航线是否有直达高铁分
为是否有 G字头直达列车和是否仅有 D字头直达列车两个变量，回归方程见( 13) 式。
price_dit = θoHSＲit + γ'Z it + ωt + μi + εit ( 12)




① 2017年 12 月 17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民航国内航空旅客运输价格
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5 家以上( 含 5 家) 航空运输企业参与运营的国内航线，国内旅客运价实行市场
调节价”。
其中，下标 i表示航线，从城市 S到 E与从城市 E到 S视作同一条航线。t表示批
次。price_dit是被解释变量，等于 1 表示航线经济舱票价实行了市场调节定价，等于 0
表示航线经济舱票价存在价格上限规制。HSＲit表示航线 i 在 t 批是否有 G 字头或 D
字头直达列车，如果有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HSＲ_Git表示航线 i在 t批是否有 G字头




本文主要使用普通最小二乘( 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 模型进行分析。Angrist
和 Pischke( 2008) 在广为引用的《基本无害的计量经济学》中指出: “虽然在被解释变
量是有限因变量(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的情况下使用非线性模型可更好地近似
条件期望函数，但当考虑边际效应时，OLS 模型与非线性模型下的结论差别将会变得
很小”，并且他们认为该判断很稳健。鉴于本文被解释变量取值为 0 或 1，是一种有限
因变量，而我们主要关注是否有直达高铁等因素对航线经济舱是否取消机票价格上限
的边际效应，因此选择 OLS模型进行基本回归，同时使用 Probit和 Logit模型进行稳健
性检验。
( 二) 数据介绍
1. 数据来源。我们从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可以获得第 1－4 批新增实行市
场调节定价航线的目录( 已知实行市场调节定价具体时间的航线) ，以及第 1、3 和 4
批全部航线目录，全部航线目录中标注了哪些航线是市场调节定价航线。缺少的第 2
批全部航线目录用 2014 年民航国内航班标准航段运行时刻表的航线目录近似替代。
另外，本文通过中国民用航空局公开信息申请获得了 2013 年夏秋、2014 年夏秋及
2016 年夏秋航季正班时刻表①，包含航班号、班期和航线等信息。
直达高铁数据来源于 2013 年 7 月、2014 年 10 月及 2016 年 6 月实行的《全国铁路
旅客列车时刻表》。安慰剂检验中使用的高铁站数据来源于交通部的官方网站，同时
用百度搜索的数据进行补充。GDP 和人口等城市级数据来源于 2004、2014、2015 及
2017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 不同价格规制类型的航线数量动态变化。从第 1－4 批，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国
家发改委分别公布了 94、31、101 及 375 条新增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航线，这些航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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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 2004 年 4 月 20 日、2013 年 10 月 20
日、2014 年 12 月 15 日以及 2016 年 11 月 1
日 4 个时间点开始实行市场调节定价。同
时第 3 批公布全部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航
线共 365 条，第 4 批共 677 条①。图 3 列出
了 4 个时间点实行市场调节定价和实行政
府指导定价的航线数目。图 3 将第 1－3 批
之间未知实行市场调节定价具体时间的航
图 4 直达高铁航线数量变化
线归到第 3 批，因此第 2 批实行市场调节定
价航线的数量可能偏低。
3. 有直达高铁航线数量动态变化。在
2008 年 4 月 18 日宁蓉铁路合宁段开通前，
中国仅有 2003 年 7 月 1 日开通的秦沈客运
专线一条高速铁路，线路长度为 405 公里。
2008 年后中国高速铁路建设迅速发展，截

















① 根据这些信息可判断未知实行市场调节定价具体时间的航线中哪些航线是在第 1－3 批之间自动实行市
场调节定价，哪些航线是在第 3 和 4 批之间自动实行市场调节定价。
表 1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A:随航线和时间变化的变量
price_d 是否新增实行市场调节定价( 不剔除) 0. 108 0. 310 0 1 7290
price_d 是否新增实行市场调节定价( 剔除) 0. 086 0. 280 0 1 6984
HSＲ 是否有直达高铁 0. 105 0. 306 0 1 7290
HSＲ_G 是否有 G字头直达列车 0. 076 0. 265 0 1 7290
HSＲ_D 是否仅有 D字头直达列车 0. 029 0. 166 0 1 7290
HSＲS_2 是否有两个高铁站 0. 252 0. 434 0 1 7290
ln PGDP 航线市区人均 GDP几何平均值对数 11. 32 0. 607 8. 946 12. 91 5937
ln pop 航线市区人口规模几何平均值对数 5. 510 0. 590 2. 881 7. 541 5937
HHI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0. 548 0. 327 0. 0860 1 4495
airgroup 航系数量 2. 149 1. 366 1 9 4495
share_central 央企航班份额 0. 409 0. 334 0 1 4495
number 航空公司数量 3. 083 2. 153 1 12 4495
B: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ln distance 航线距离对数 6. 885 0. 643 4. 605 8. 338 3000
poor 是否老少边穷地区航线 0. 207 0. 405 0 1 3000
highland 是否高原航线 0. 109 0. 312 0 1 3000
hub 航线包括枢纽和干线城市的数量 0. 799 0. 573 0 2 3000
tourist 航线包括以旅游客源为主的城市数量 0. 648 0. 674 0 2 3000
说明:航系数量指在航空公司数量的基础上，将属于同一航空集团的航空公司合并。比如某航
线有 a、b、c、d、e共 5 家航空公司，其中 a和 b属于同一航空集团，其余 3 家航空公司不属于任何航
空集团，则该航线有 4 个航系。中国目前有 4 家大型航空集团，分别是中航集团、东航集团、南航集
团及海航集团。中央企业包括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及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本
文在计算航空公司数量时不包括航班份额小于 5%的航空公司。航线距离为航线两个城市政府所
在地之间的最短弧线距离。根据 2006 年 3 月由民航总局颁布和实施的《中国民用航空国内航线经
营许可规定》，“老少边穷地区航线指位于西部地区或东北地区，或者是它们之间的航线，但是这些
航线始发地、经停地或目的地中不能同时包含两个以上的民航总局确定的枢纽机场。”高原航线指
起飞或降落机场海拔高度超过 2000 米的航线。北京、上海、广州为 3 大门户复合枢纽机场;重庆、成
都、武汉、郑州、沈阳、西安、昆明、乌鲁木齐为 8 大区域枢纽机场。深圳、杭州、大连、厦门、南京、青
岛、呼和浩特、长沙、南昌、哈尔滨、兰州、南宁为 12 大干线机场。以旅游客源为主的城市信息根据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列出的主要城市和民航总局与国家发改委 2004 年 3 月公布的国内以旅游客
源为主的航线信息构建，并剔除枢纽和干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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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区人均 GDP和人口规模的几何平均值对数存在部分缺失。airgroup、share_central




本文首先分析是否有直达高铁对航线取消机票价格上限规制的影响( 见表 2 ) 。
其中第( 1) －( 4) 列将第 1－3 批之间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航线归到第 3 批，将第 3 和 4
批之间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航线归到第 4 批。而第( 5 ) － ( 8 ) 列则是剔除了未知实行
市场调节定价具体时间的航线。后文如无特殊说明，样本也做类似处理，不再赘述。
表 2 直达高铁对机票价格规制的影响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Ｒ2 0. 178 0. 529 0. 182 0. 530 0. 175 0. 531 0. 184 0. 533
观测值 7290 7290 7290 7290 6984 6984 6984 6984
说明:括号中的值为对航线进行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
显著。下表同。表 2 所有回归都控制了批次和航线固定效应。
第( 1) 和( 5) 列中，除了控制批次和航线固定效应外，仅控制航线是否有直达高铁




600 和 800 公里以下的航线①，第( 2) 和( 6 ) 列分别在第( 1 ) 和( 5 ) 列的基础上加入航
线距离是否 600 公里以下( dis600 ) 与是否第 3 批( year14 ) 的交互项，以及航线距离
是否 800 公里以下( dis800) 与是否第 4 批( year16 ) 的交互项。此时，是否有直达高
铁的系数为 12. 8%，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dis600 × year14 和 dis800 × year16 的系
数也显著为正，这表明短距离航线更可能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由于短距离航线面临
来自地面交通工具的竞争更激烈，因此该发现与本文的理论命题一致。第( 3 ) 和
( 4) 列与第( 7) 和( 8) 列将是否有直达高铁分解为是否有 G 字头直达列车( HSＲ_G)
和是否仅有 D字头直达列车 ( HSＲ_D) 两个变量。估计结果显示，有 G 字头直达列






1. Probit和 Logit模型。考虑到航线是否实行市场调节定价是一个 0－1 变量，本
文也使用了非线性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3 第( 1) －( 4) 列使用 Probit模型，第( 5) －






成立。另外，与表 2 一致，dis600 × year14 和 dis800 × year16 这两个交互项也显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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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6 年 11 月 1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深化民航国内航空旅客运输票价改革有关
问题的通知》规定，“800 公里以下航线旅客运输票价交由航空公司依法自主制定”。另外，通过中国民用航空局
的公开信息申请了解到，第 3 批主要放松 600 公里以下航线，这一点也得到了数据支持。
表 3 稳健性检验: Probit和 Logit模型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伪 Ｒ2 0. 105 0. 105 0. 584 0. 599 0. 102 0. 102 0. 585 0. 599
观测值 7290 7290 7290 5937 7290 7290 7290 5937







中核准航线主要涉及繁忙机场航线①。2008 年 2 月 28 日民航总局公布的《关于加强
国家公共航空运输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从 2009年夏秋航季开始，国内航线除与
3大门户复合枢纽( 北京、上海和广州) 相连接的航线外全部实行登记管理制度”。
虽然现行航线准入管理模式是在 2006 年以后建立的，但北京、上海、广州 3 大城市
的机场一直比较繁忙，因此涉及这 3 大机场的航线在 2004 年的准入条件也应该更为严
格。由此表 4回归样本也包括了第 1 批数据。奇数列样本为不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大城市的航线，偶数列为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大城市的航线。由表 4 可知，直达高铁
仍显著提高了航线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概率，这一结论对不同准入程度的航线均成立。
表 4 稳健性检验:考虑航线准入管理的影响


















































































知航线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Ｒ2 0. 532 0. 573 0. 532 0. 579 0. 524 0. 591 0. 526 0. 597
观测值 5912 1378 5912 1378 5616 1368 5616 1368
说明:各回归均控制了批次和航线固定效应。
3．控制航线两端城市的随时间变化特征②。航线价格规制的类型可能与该航线
的民航服务需求和其他特征有关。航线连接的两个城市分别用城市 S和 E表示，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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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第九条指出，“空运企业申请下列航线经营许可适用核准管理的方式: ( 一) 涉及民航总局核定
的受综合保障能力和高峰小时飞机起降架次流量限制的机场的航线经营许可; ( 二) 涉及繁忙机场的航线和飞行















































剔除未知航线 否 否 是 是
航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 S ×批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 E ×批次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Ｒ2 0. 671 0. 671 0. 644 0. 644






















变量 HSＲ－1 假设航线相比实际提前 1 批有直达高铁，HSＲ－2 假设航线相比实际提前
2 批有直达高铁，因此 HSＲ－1 和 HSＲ－2 的系数衡量了航线有直达高铁前的效应。如
果 HSＲ－1 和 HSＲ－2 的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平行趋势假设成立。第( 5) 和( 6) 列剔除了
未知实行市场调节定价具体时间的航线后，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①，说明共同






① 第( 3) 列 HSＲ－1 的系数显著，但由于该系数非正，表明有直达高铁的航线相较没有直达高铁的航线实行
市场调节定价的概率并不存在随时间增加的趋势。
表 6 平行趋势检验























































剔除未知航线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Ｒ2 0. 178 0. 179 0. 530 0. 175 0. 175 0. 532
观测值 7290 7290 7290 6984 6984 6984
说明: 所有回归均控制了批次和航线固定效应，下表同。
表 7 安慰剂检验





























剔除未知航线 否 否 是 是
Ｒ2 0. 127 0. 470 0. 107 0. 455























航线是否更大，我们在表 8 第( 1) 和( 2) 列与第( 4) 和( 5) 列中加入了是否有直达高铁
( HSＲ、HSＲ_G、HSＲ_D) 与航线距离( ln distance) 的交互项，研究其对取消航线机票价
格上限的影响，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负，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理论推论。
表 8 异质性分析































































































剔除未知航线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Ｒ2 0. 540 0. 541 0. 545 0. 543 0. 546 0. 551




此外，表 8 第( 3) 和( 6) 列将航线距离分成 500 公里以下、500－1000 公里( dis500－
1000) 、1000－1500 公里( dis1000－1500) 以及 1500 公里以上( dis1500 + ) 4 组，并以 500
公里以下为对照组，分析是否有直达高铁对航线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影响在不同航线
距离的差异。第( 3) 和( 6)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HSＲ 的系数与 HSＲ × dis1000－1500 或





限制企业垄断势力，现有文献认为政府的普遍服务责任 ( Faulhaber，1975; Laffont，






航空公司进入这些地区，从而取消价格上限规制? 表 9 的估计结果表明，老少边穷地
区航线实行市场调节定价的概率在 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其他航线。这说明规制者
在通过价格规制政策推广社会普遍服务。需要说明的是，是否为老少边穷地区航线
( poor) 并不随时间而变化，因此表 9 没有控制航线固定效应。












































































































































































剔除未知航线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批次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Ｒ2 0. 509 0. 509 0. 330 0. 496 0. 497 0. 223








及 share_central 3 个变量均不显著，因此本文没有发现规制者被利益集团俘获的证据。
同时，表 10 不包括第 1 批航线，但是否有直达高铁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因此，表 10
的回归结果加强了本文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表 10 利益集团对价格规制的影响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Ｒ2 0. 556 0. 556 0. 556 0. 555 0. 561 0. 561 0. 561 0. 559
观测值 4646 4646 4646 4646 4495 4495 4495 4495
说明:各回归均控制了批次和航线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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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和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为中国航空业的 3 大中央企业。
直达高铁可能直接影响航线价格规制，也可能通过影响航线航空公司数量间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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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Price Liberalis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Ｒeform
Wan Wei; Long Xiaoning; Pang Dongliang
Abstract: The liberalisation of network-based industry prices i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price-regula-
tion reform in China.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inter-industry competition on
regulators' incentive for price deregulation，and it empirically tests the theoretical model using the price re-
form experiences of the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in China.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when an industry
regulated by price caps faces intense competition from other industries，regulators who pursue the public in-
terest are more inclined to relax the industry's price cap regulation.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ccess to di-
rect high-speed rail ( HSＲ) connections between cities further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eliminating the
ticket price cap，and this impact is manifested in a more pronounced way on the short-haul routes. There-
fore，both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indings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inter-industry competition can
promote price liberalisation. In addition，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civil aviation regulators' other mo-
tivations，we find evidence that flight routes connecting with those who are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a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airfare deregulation，but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regulators have been convinced
by interest groups．
Key words: price liberalization，high speed rail，network-based industry，public interest
JEL codes: L51，L92，L93，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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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间竞争与价格市场化:来自中国民航业改革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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